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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畲族是东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生活在福建、广东和浙江等地的山地
森林，得名于以“畲”为田的生计方式。通过梳理宋代以来福建地区山区森林的生态变迁过
程可以发现，伴随着虎、象的消失和山区水利工程的兴废，畲族的生计方式也随之变迁。畲
族先民逐步放弃了原有的高山旱作和游耕的生计方式，适应了定居山区、开垦高山畲田和
种植水稻的经济生活，但狩猎依然是其重要的经济生活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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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代卫所移民与边疆民族融合研究”( 批准号: 17CZS057) 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民国《古田县志》卷 21《畲民》。
② 参见《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克旺、周芳《畲族古代社会经
济初探》，《农业考古》1989 年第 1 期; 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2005 年第 4 期。
③ 有关明清时期畲族经济的研究，参见潘宏立《畲族经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福建民族研究学会 1987 年印行; 陈支平《清代
闽东畲族社会经济的一个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王逍《走向市场: 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余厚洪《清代处州畲族民间田契的分类与特色探析》，《档案学通讯》2013 年第 2 期。
④ “畲”在现代作为族名时写作“畲”，古代文献中多作“畬”。本文为行文方便，统一为“畲”，特此注明。
⑤ 以大象、老虎作为对象来讨论环境的变迁史，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参见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
史: 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伊懋可著，梅雪芹等译《大象的退却: 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畲族，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相传为盘瓠氏之后，深居幽谷，其素艺则开垦荒
山，自耕自食，并有栽靛者。其田弃瘠就腴，每耕三年后，则又徙而之他处耕种，又三年亦如之”。①因
其山地畲田的经济方式而得名的畲族，自南宋以来就出现在汉文典籍记载中，但对其早期经济生活
方式的研究一直较为缺乏。除了总括性畲族专史中稍加提及之外，仅有个别论文论及。②目前畲族经
济史的研究，限于史料，仍然集中在对明清及近代畲族经济的研究。③近当代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所
呈现的畲族经济形态已经与“刀耕火种”“游耕”的历史形态大相径庭，宋元至明前期的畲族经济资料
一直较为缺乏。本文拟引入环境史研究的视角，结合方志和新出的畲族族谱资料，对畲族早期经济
生活进行探索。畲族因“畲”而得名，④其山地旱作、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主要是来自对福建多山的
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自南宋开始，中央王朝支持下的外来移民对福建山区的大幅度开发，对当地
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身处于这一生态系统之内的畲族也无法置身事外。本文通
过梳理福建山区森林变化的三种标志物———象、虎与水利自宋以来的变迁，⑤试图从不同于以往单独
讨论畲族经济的视角，更全面地讨论山地开发对畲族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也将尝试阐释在这一生
态环境变迁过程中畲族所扮演的角色。
一、宋代福建山区开发与“畲”的出现
畲族在汉字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来自南宋时期的福建。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北回归线
以北，与江西、浙江、广东三省交界。福建省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在山地各个类型中，低山面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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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总面积 44． 1%，所占比例最大; 其次为丘陵占 26． 6%，中低山占 13． 3%，中山占 1． 6%，合计占
85． 6%。① 如此大比例的山地面积，再配合以亚热带气候，福建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以游耕、
山地旱作为主的畲族的生计方式。汉以来对于福建地区的开发，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平原、台地
和丘陵地区，由于这片区域占福建总面积不到 1 /5，平地、水田耕作的农业方式在宋以前的福建并不
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汉朝就纳入中央王朝管理，福建地区直至宋代还有难以计数的畲族在未开发的
山区森林进行旱作和游耕。
对“畲”及其经济生活方式进行首次记载的，是南宋时期任漳州知州的刘克庄。他在《漳州谕畲》
的榜文中明确指出:
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二畲皆刀耕火耘，厓栖谷汲，
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
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众据
崄，剽掠省地。②
按照以上记载，这个“刀耕火耘，厓栖谷汲”的特殊族群，是“溪洞种类”在漳州的称谓，并且具有
清晰的与瑶族相似的“盘瓠”祖先信仰，刀耕火种是其主要生计方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畲族与
苗瑶族群共同在“南岭民族走廊”进行游耕。③ 明清以来的畲族家族文书中，亦保存着与瑶族类似的
“过山榜”( 畲族称为“券牒”或“行程志”) 文献，记载其在宋元时期游耕的历史。
刘克庄记载的“畲”人与“省民”在漳州的冲突，可以看作是东南山地开发程度加深的一个重要指
标。宋代是福建山地开发最为剧烈的时期。福建人口至南宋绍兴三十二年( 1162 ) 已达到2 808 851
口，与南渡前相比，增加了 765 819 口，仅次于成都府路，居于全国第二位。且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
期人口增长最快的是闽南和闽西的山区，漳州地区在北宋年间的人口增长率达到 418． 5%，汀州为
339%。④ 人口增长对于山多田少的福建地区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山地农业在宋代的大发展，据
时人描述:“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
为田，层起如阶级。……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⑤梁克家的
《三山志》亦云:“闽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宛若缪篆，而水泉自来，迂绝崖谷，轮吸筒游，
忽至其所。”⑥及至宋淳熙年间，福建地区“垦田若园林山地等顷亩，较之国初( 北宋初) ，殆增十
倍”。⑦
南宋末年出现“畲人”与“省民”冲突的漳州地区，是福建较晚开发的地区。理学家朱熹在漳州任
知州时，曾于南宋绍熙三年( 1192) 发《劝农文》说: “本州管内荒田颇多，……有欲陈请荒田之人，即
仰前来陈状，切待勘会给付，永为己业，仍依条制与免三年租税。”其中，特别提及漳州地区的“象兽踏
食之患”，即“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
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著，自无俵寄之扰，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陷杀象兽，约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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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陈楠:《联合频域信息的福建省山地形态分类》，《遥感信息》2016 年第 3 期。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93《漳州谕畲》，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01 页。
瑶族是非常典型的游耕游猎民族，对苗族、瑶族游耕及其与定居型刀耕火种区别的研究，参见尹绍亭《远去的山火: 人类学
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有关畲族与苗瑶族群在血缘、文化与历史上的联系，参见奉恒高主编《瑶族通史》
( 上) ，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6—59 页; 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吴永章《畲族与瑶族比较研
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有关畲族与苗瑶族群共同在南岭民族走廊进行游耕的历史，参见王元林《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
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6 年第 4 期。
郑学檬、魏洪诏:《论宋代福建山区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 年第 1 期。
方勺著，许沛藻等点校:《泊宅编》卷 3，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 页。
淳熙《三山志》卷 15《水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48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9 页。
淳熙《三山志》卷 10《垦田》，第 209 页。
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庶几去除灾
害”。①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朱熹充当了福建人地矛盾加剧的目击者和助推者。当时的漳州地区
可耕荒田为数不少，但民户往往因为大象的“踏食”而放弃开垦。朱熹“劝农”的重要手段即是约束官
吏向农户索取象牙蹄角的行为，打消农户的顾虑，给予明确的金钱赏赐，鼓励他们猎杀大象。漳州地
区与广东潮州交界，自唐代以来就以多象而闻名。② 南宋漳州依然有“野象害稼，民设机阱而获，州县
追取其齿，无敢捕者，悉条奏罢”。③
约束官吏不得索取象制品从而鼓励民众捕象以便开展农业，被看作宋代漳州地区官员贤能的一
种表现。在朱熹来到漳州之前，淳熙三年( 1176) 担任漳州知州的宋宗室赵公绸就已经在漳州地区大
举鼓励民众捕杀野象:“象害民稼，民设机阱毙象，官府责输其牙，害尤崔。适有献象牙者，公绸还之，
且命自后毙象听自有其牙，于是人争毙象，而稼得无害。”④赵公绸鼓励民众杀象的事迹，在《临漳志》
中也有记载:“岩栖谷饮之民，耕植多蹂哺于象，有能以机阱弓矢毙之者，方喜害去，而官责输蹄齿，则
又甚焉。故民宁忍于象毒，而不敢杀。近有献象齿者，公以还之民，且令自今毙象之家得自有其齿，
民知毙象之有获无祸也，深林巨麓将见其变而禾黍矣。”⑤这段记载中以“机阱弓矢毙之”的捕象者是
“岩栖谷饮之民”，与刘克庄《漳州谕畲》中描述的畲民应当为同一族群，而官府向其征求“蹄齿”的行
为也与刘克庄的描述相同，可知这一时期捕猎大象的主要群体很可能就是畲族。赵公绸鼓励民众杀
象的行为，使方志的编撰者有“深林巨麓将见其变而禾黍矣”的期待，说明漳州的山区森林向山田的
转变开始于南宋年间，即使没有民人的捕杀，森林的消失也会导致“大象的退却”。
由官员推动、畲人参与的捕象行动在南宋的漳州地区有多大效果，“无象庵”的例子可以作为一
个证明。无象庵在漳浦的盘陀岭，是闽粤直接陆路的必经之地，但“漳南土旷人稀，瘴雨岚烟，旦夕交
作。百里之间，茆肖相望，居民断绝，行者病之”。于是在宋高宗绍兴( 1131—1162) 间，漳州守傅侯伯
寿“立庵于县南八都盘陀岭下，以聚居民，以憩行客”，但绍兴年间的无象庵地区显然人烟依然稀少、
大象出没，“本庵地界象兽不时出没，居民行客往往被患”。⑥ 但据光绪《漳州府志》记载: “宋郡守赵
汝譡许民同击杀，不责其牙，故绝。”⑦赵汝譡是宋宁宗嘉定元年( 1208 ) 的进士，其历官漳州、鼓励杀
象，则至迟在赵汝譡任官漳州时期，漳浦盘陀岭的大象已经由于民人和官府的联合捕杀而逐渐绝
迹了。
尽管如此，南宋的漳州已经是福建地区大象栖息的最后一块地区，可见整个福建森林和山区的
开发在南宋时期之剧烈。福建地区以“象”为名的地名并不罕见，如沿海的泉州南安地区有“象陷
山”，“其势雄大，旧传有象害人，唐末南安陈姓者坎地陷之，故名山”。⑧ 可以推知较早开发的泉州地
区的大象在唐末就已经因为民人的捕杀而逐渐消失。闽南地区的大象可能在唐末之后就退至漳州
的山区森林，持续活动到南宋时期。而和漳州一样山深林密的闽西汀州府，因为开发较早，所以“象
的退却”也比漳州更早。汀州府有地名“象洞”⑨，在北宋政和年间( 1111—1117) 设置巡检之前，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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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 100，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624 页。有关宋代漳州及福州地区的野象活动及其变迁原因，前人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参见李国平、吴榕青
《唐宋时期闽粤边野象考述》，《闽台文化研究》2014 年第 2 期。
李昕升:《历史时期所见“象患”及其所见生态问题》，《史志学刊》2016 年第 5 期; 李国平、吴榕青:《唐宋时期闽粤边野象考
述》，《闽台文化研究》2014 年第 2 期。
周必大:《文忠集》卷 70，《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47 册，第 746 页。
光绪《漳州府志》卷 24《官绩》。
李纶:《宋淳熙临漳志序》，光绪《漳州府志》卷 50《纪遗》。
陈时可:《重建无象院碑记》( 石刻) ，现存盘陀和坑院。
光绪《漳州府志》卷 40《古迹》。
乾隆《泉州府志》卷 6《山川》。
叶廷硅撰，李之亮点校:《海录碎事》，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19 页。
区有为数不少的大象，但在北宋末年设置巡检之后，大象就逐渐从此地消失了。
有关大象与环境变迁的原因，学界认为是气候改变导致的野象南迁。① 而李国平、吴榕青的《唐
宋时期闽粤边野象考述》一文则指出，福建地区在两宋期间大象的消失，大部分是缘于人为的对山区
的开发和对象的捕杀。中国的气候在北宋雍熙二年( 985 ) 至南宋绍熙三年为寒冷期，南宋绍熙三年
至南宋景炎二年( 1277) 为温暖期。② 但根据朱熹的记载，在气候寒冷的绍熙间，福建漳州地区仍有
大量野象栖息; 而此后气候逐渐转暖，漳州地区却不再出现对于野象活动的记录，足见南宋晚期即使
是相当荒僻的漳州地区的森林山区也被极大地开发了。③
与野象的消失几乎同步，漳州和潮州交界的区域开始出现“畲人”与“省民”频繁冲突的记载。刘
克庄的《漳州谕畲》一文作于宋理宗景定三年( 1262) 之后，此时漳州山区“省民”的开发程度已经相
当之深，“畲乱”的出现成为继“大象的退却”之后另一个福建山区生态变迁的标志。刘克庄记载的这
次对“畲”的招募，涉及“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至少会有 1 170 户、
4 000多名畲族人因此被纳入宋朝漳州龙溪县、漳浦县的管理之下。这 1 000 多户畲民虽然仅占到当
时整个漳州府 11 万户的约 1%，④但畲人所属的龙溪县、漳浦县均属于沿海地区，漳州府的大部分山
区此时还处于未开发的状态。漳州府所属四县中真正处于山区的长泰县，在宋代淳祐( 1241—1252)
年间，只有 8 893 户，⑤因此南宋景定年间纳入版籍的这批畲民，几乎相当于整个长泰县人户的 1 /8。
由汉民向畲地的入迁和大象的逐渐消失可以推断，沿海地区的定居农业、灌溉农业可能从此时
向漳州的山地森林传播，但未彻底改变畲族“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虽然福建他地此时出现了梁克
家《三山志》中描述的山区水利和梯田的建设，⑥而漳州的山地农业还是处于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的
情形。据明代《八闽通志》记载，漳州府龙溪县宋代水利陂塘设施的数量，远远低于福建其他区域，而
且局限于沿海平原地区，仅有府城附近的东湖、郑公渠、章公渠，沿海的广济陂、禾平埭以及漳浦县城
附近的西湖。⑦ 而这一时期同样是山区的福州所属的古田县共有陂、洋等水利设施 27 处，闽清县“村
落各堰成陂，溉田种五万余石”。⑧ 与内陆的赣南山地开发相比，畲族生活的漳州地区也是远远落后
的。南宋末成书的《章贡志》记虔( 赣) 州各县陂塘，其中赣县有 279 处，宁都县有 366 处，雩都县有
362 处，兴国县有 3 处，龙南县有 69 处，信丰县有 18 处，则知南宋时赣州境内山地已普遍兴修陂塘等
农田水利，基本脱离了刀耕火种的旱作形态。⑨ 而鲜有水利陂塘的漳州山地丘陵，尽管已经有汉人的
进入，但依然以畲族传统的“刀耕火耘，厓栖谷汲”的旱作农业占据主要地位。
二、元代“畲军”与畲族“游耕”的变迁
在刘克庄写下《漳州谕畲》14 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破。南宋残部南撤，继续抵抗。刚刚
被纳入宋朝政府版籍的福建畲族，此时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据《宋季三朝政要》所载，景炎
二年( 元纪年为至元十四年，1277) 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战于终步，不利。……七月壬申，张世杰
围泉州，将淮军及吊眼许夫人诸洞畲军，兵威稍振。……而蒲寿庚阴赂畲军，攻城不力，而求救于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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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思想战线》1979 年第 6 期。
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16—130 页。
李国平、吴榕青:《唐宋时期闽粤边野象考述》，《闽台文化研究》2014 年第 2 期。
弘治《八闽通志》卷 20《食货》载:“宋户，一十一万二千一十四。”
万历《漳州府志》卷 4《秩官志》。
淳熙《三山志》卷 15《水利》。
弘治《八闽通志》卷 23《水利》。
淳熙《三山志》卷 15《水利》。
鲁西奇、董勤:《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 年第 4 期。
多元帅。”①“畲军”成为南宋最后抵抗的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而这一阶段被剧烈军事化
了的畲族之经济形态已然无法完全保持原有的“游耕”方式。在元朝正式掌控闽粤赣地区之后数年，
这支畲军仍不断造成地方叛乱，使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多次派遣大军进行围剿，如至元十七年，漳潮交
界地区即发生陈吊眼之乱。②
陈吊眼及其部众活动的区域，基本上就是刘克庄“谕畲”的福建漳州西南部。此次畲“乱”规模之
大，在史料记载中常常以“十万”计数。至元二十五年，又有闽西北的“黄华之乱”，而“畲寇”钟明亮
亦在漳州和汀州之间发起叛乱，“拥众十万，声揺数郡，江闽广交病焉”。③ 整个元代统治期间，福建
西部的“畲乱”此起彼伏。曾担任过元朝户部尚书的贡师泰在送友人许存衷往赴漳浦县尹任的《序》
中写到:“予闻漳在闽粤极南，漳浦又漳之南。山谷阻深，民獠杂处，比年强横，缮甲兵，据租税，与吏
抗。”在元代人的视野中，漳州地区“民獠杂处”的情况较之南宋更甚。许存衷在赴任漳浦后，参与了
平定漳浦西南部南靖地区的“畲寇”李志甫之乱，反映着漳州地区畲民在元代的活跃。④ 据贡师泰另
一篇文章的记载: 南靖地区“在漳南一百二十里，自李志甫、魏梅寿相继反，其民习战斗，操强弓、毒矢
出没山谷无时，尤难治”。⑤“操强弓、毒矢出没山谷无时”之民，更符合游猎的畲族风俗，可见畲族此
时虽然部分接受了政府的管制，但其族群性格仍然相当强势。元代著名的经学家程端礼也记录到:
“漳州李志甫叛乱，公统军深入，耀兵夹攻，元恶授首。俾胁从之民，纳戈甲复业者众。”⑥可见南宋时
期接受招抚和定居生活的畲族族群影响力在元代进一步壮大了。此时的漳州畲族应当在该地区具
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是当地的强势族群。
尽管“畲”在福建、广东被视作一个有着“蛮”的背景的族群，但“畲”作为一种旱地耕作方式，在
元代山区相当普遍。元代的经典知识系统中延续《尔雅》对于“畲”的解释，⑦但民间知识中依然“以
山地之垦种者为畲”，且有了“斜”之读法。元代的诗歌中，也多有沿用“畲田”之意象。福建莆田人
洪希文的《枕簟入林僻》即有描述山区畲耕的情景: “山中有何好，泉石端可嘉。清溜接笕筒，火种怜
菑畲。”洪希文曾有隐居福建山林的经历，其描述的畲耕情景，和前文所述南宋的记载基本一致。可
见此时福建的畲族，仍然以山区旱作的生活形式为主。
在本地势力的强大与加入政府版籍，显示很可能有一部分畲族人在这一时期逐渐放弃了“游
耕”，⑧采取了在山区定居畲耕的农业形式。“游耕”意味着无法实现人口的有效管理，自南宋到元代
接受了政府版籍管理的这部分畲族，必然主动或被动放弃其“游耕”。定居农业的聚落规模及其成长
速度往往大于游耕农业，这部分畲族聚落人口在元代进一步增加。⑨
与此同时，一部分原来生活在漳州地区的畲族，也很可能拒绝接受政府版籍管理，保持原有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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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季三朝政要》卷 6，《丛书集成初编》第 3881 册，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68 页。
苏天爵:《元文类》卷 41，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第 587—588 页。
刘埙:《水云村稿》卷 2《碑》、卷 13《杂著》，《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34 册，第 347、485 页。
以上参见贡师泰《玩斋集》卷 6《送许存衷赴漳浦县尹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54 册，第 600 页。
贡师泰:《玩斋集》卷 6《送朱元宾赴南靖县尹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54 册，第 601 页。
程端礼:《畏斋集》卷 6《故中奉大夫淛东道宣慰都元帅兼蕲县翼上万户府逹噜噶齐谔勒哲图公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第 138 册，第 700 页。
戴侗:《六书故》卷 5，《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 220 册，第 81 页。
“游耕”农业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必然矛盾，参见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
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游耕方式对族群规模有相当大的限制，据明清时期仍在进行游耕的畲族族谱记载，畲族通常是两到三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共
同进行迁徙游耕。例如后定居于浙江的种子源钟氏畲族家族，曾于“南宋咸淳二年( 1266 ) ，广府州增城县吴教授将人居三火( 伙) 二
十余口点去言觉中分山开地”。参见钟发品《武义畲族迁居简史》，浙江省武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武义文史资料》第 1
辑，1986 年印刷，第 102—106 页。
耕”方式，向福建和广东的其他区域迁徙扩散。① 《元一统志·汀洲路风俗形胜》曰:“汀之为郡……四
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又曰:“武平南抵循梅，西连
赣，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洞……”②由于人
口的增加、族群规模的扩大，抑或是与汉人之间冲突的增加，导致在元代的广东、福建和江西的“南岭
民族走廊”区域中，都频繁出现关于“畲”的记载。而这一山区的旱地农业生活方式，在文人方回的描
述中十分生动:“山高高至天，爇灰蓻畲粟。又有茗荈利，商贩给南北。忧旱不忧潦，脱如岁不熟。”③
在方回看来，居于山间之民，要远胜水乡之民。不仅有茂林修竹，且有杉木茗荈之利。而畲粟、蕨萁
与葛粉这样的山地食材，亦足以果腹而至健寿之年，实在是值得夸赞的美俗。由此看来，山区畲耕的
旱作农业方式，在元代并未被视作较水田落后的耕种形式。福建漳州的畲族族群在宋元之际一度相
当强大，其耕种方式很可能还更多地向进入山地开垦的汉人传播，元代漳州山区少有支撑水田发展
的陂塘的建设，可能也与此相关。
元代畲族“游耕”方式的变化，除了福建山区“畲耕”规模的扩大外，畲族族谱中保存的“行程志”
资料中也有所体现。“行程志”是畲族特有的一种历史文献，记载畲族游耕过程中经历的山场地名，
是畲族族谱的早期形式。④ 现存的畲族“行程志”资料中，不约而同记载了元代畲族“游耕”的遽然停
止。例如现居浙江的井洞坞钟氏畲族家族，在宋代保持着不超过十年一迁的游耕频率，却在元朝至正年
间“钟应友、钟动春又带领子孙迁往石坡松树潭、三坑口等地居住八十二年”，⑤一直到明代中期才又恢
复了游耕的生活。而另外一支雷姓畲族，则是在宋代端平年之后到明代万历年之间完全没有再进行
游耕。⑥
畲族为何在明代停止了“游耕”? 除了在南宋被招纳进入版籍、改为山区定居耕作的漳州畲族
外，另有一大部分畲族是因为被纳入元代军屯系统，而被迫停止了游耕。前述宋元之际福建频繁的
“畲乱”，即陈吊眼、李志甫等人领导的波及数万人的“畲军”，在元代史料中有清晰的去向。《元史》
所记“汀漳屯田”即由“畲军”组成: “成宗元贞三年( 1297 ) ，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摘拨见戍军
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⑦
元代在福建汀漳地区的屯田始于至元十八年，“以福建调军粮储费用，依腹里例，置立屯田。命
管军总管郑楚等，发镇守士卒年老不堪备征战者，得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等县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
户，立屯耕作”。⑧ 可知在至元十八年开始的汀漳屯田设置之初，虽有“镇守士卒年老不堪备征战
者”，但更多的仍是由“募南安等县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户”组成。元贞三年的屯田设立于南诏( 即今
诏安县区域) ，“黎、畲”各立屯田，标明是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
在元代“畲军”“畲乱”的记载中，动辄数万人的规模，反映出漳州畲族族群的壮大，这势必会对该
地山区生态产生影响。元代该地区虎患的加剧，可以看作这一现象的反应。环境史研究中，老虎常
常被作为一种标志物，反映该地区森林因为人类开发而造成的减退。前文提及的漳州长泰山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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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先民在宋元时期的迁徙扩散，参见《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编委会编《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14 页。
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 8《汀洲路风俗形胜》，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623 页。
方回:《桐江续集》卷 15，《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32 册，第 403 页。
对畲族族谱中的“行程志”资料的使用与研究，参见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
所 1984 年重印版。尽管现在所能看到的畲族“行程志”均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族谱中，但其具有民族祭祀文本性质和口传传统，较少
出现如同期汉族族谱的伪造和攀附现象，是研究畲族早期经济史的重要史料。
雷关贤、雷云光:《遂昌畲族史源初探》，浙江省遂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遂昌县文史资料》第 4 辑，1987 年印
行，第 88—95 页。
《包凤村雷进明支族家谱》，光绪庚子二十六年，雷秉溶手写本。
《元史》卷 100《兵志三》，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570 页。
《元史》卷 100《兵志三》，第 2570 页。
宋开发程度低于漳浦和龙溪，却在元代集中出现虎患的记载。至大四年( 1311) ，长泰县人王初应与
其父入山樵采遇虎，王初应“抽镰刺虎鼻，杀之”。泰定二年( 1325) ，同县又有施合德父亲施真祐在田
里耕耘除草遭遇老虎袭击，施合德与弟弟“持斧杀虎，父得生”。① 前述《漳州谕畲》中，刘克庄提及畲
人为乱的原因是“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腊、虎革、猿皮之类”，可以看出在南宋时期，当地官员对于“虎
革”的征求使漳州森林中老虎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元代畲族影响力的扩大及其对山区的开发，进一
步压迫了当地老虎种群的生存，造成虎患的加剧。
三、明清福建山区的虎患与畲族生计的变迁
明代前期，福建地区的畲族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虽然漳州依然被视为连接“溪洞”的“蛮夷”之
地，但如元代那样的大规模动乱几乎不再出现。宋濂在为洪武初年的漳浦知县张理作《承事即彰
( 漳) 州府彰( 漳) 浦县知县张府君新墓碣铭有序》中提及:
漳浦接连溪洞，民善乱，旧于其地置汀漳屯田万户府。……邑多良田，其堤防为潮水所啮，
鞠为草莱之区。府君修筑之，百里之间，皆化为沃壌。土豪罗、李二族，党与甚众，恒持官府短
长。府君徙其家远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谓蛮夷不知礼义，无善教以牖其良心，尔乃为修学聘
师，集子弟而诲之，三年之间，政教大洽。②
从这段记载看来，明初的福建地区畲族势力仍然强大，“党与甚众”，可以与官府相抗衡。而使得
畲族“向化”的关键，是漳浦知县张理的两个重要举措: 一是修建水利工程，使“百里之间，皆化为沃
壤”，虽然看起来受影响较多的是沿海土地，但可耕地的增加，也许会吸引在族群膨胀情况下的畲民
由山地旱作向平原水耕的转变，这点在漳州山区宗族向沿海迁徙的趋势中可窥一二③。二是“修学聘
师”，通过儒学教育的形式使其“知礼义”。可知元明时期是部分畲民“向化”乃至生计方式转变的关
键时期，而水利工程在明代的大规模修建是重要的肇因。据万历年间《漳州府志》记载，漳州府属县
在明代的水利设施数量分布如表 1。
表 1 漳州府属县在明代的水利设施数
县名 龙溪 漳浦 海澄 龙岩 长泰 南靖 漳平 平和 诏安 合计
水利设施数量( 所) 128 6 77 19 142 67 7 31 14 414
人口( 口) 110 158 34 640 30 569 31 290 14 613 15 671 29 457 15 822 16 034 298 254
资料来源: 万历《漳州府志》卷 33《水利》。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明代漳州府属的县中，长泰县的情况最为特别。主要地形为山区的长泰县，
总人口占漳州府总人口不到 5%，却拥有全府超过 1 /3 的水利设施。除了个别水利( 如双圳陂) 为宋
代修造外，大部分都是明代所建造，可见长泰县灌溉梯田农业在明代有了迅速发展，这也意味着当地
山区森林的萎缩。无独有偶，曹志红对于明清时期福建虎患的研究，也对这一情况提供了参照。
表 2 明清时期漳州府属县虎患次数
县名 龙溪 漳浦 海澄 龙岩 长泰 南靖 漳平 平和 诏安 合计
虎患 1 6 2 1 13 1 — 6 1 31
资料来源: 曹志红:《老虎与人》，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 年，第 128 页。
从表 2 可以看到，长泰县是明清时期漳州府发生虎患最多的地区，占全府虎患的 1 /3。参照曹志
红的研究，福建地区虎患的加剧和该地区森林破坏的程度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对于同时拥有最多水
利设施和虎患记录的山地县长泰，可能正是水利设施影响下的山地灌溉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森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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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和老虎伤人事件的频繁发生。而明代长泰山区灌溉农业发展的另外一面，是原有的山地旱作农
业的萎缩，以旱作农业为生的畲族的记载也不再出现。在元代的长泰，还有至元二十六年“畲民丘大
老集众千人”的记录，①进入明代以后的长泰却不再有畲民出没的痕迹。
尽管明代漳州水利设施的建设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山地旱作农业的萎缩，进而造成当地畲族群体
的减少或迁移，但就福建全省来看，以旱地农业和游耕为业的畲人群体的影响力却在不断壮大。② 明
清时期有关畲族的记载，由漳州扩散至福建的大部分府县。曾经为畲族聚居的漳州西南地区仍有畲
人的足迹，郭造卿在《防闽山寇议》中记载:“猺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猺人与
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盘、蓝、雷为姓。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以毒药涂
弓矢，中兽立毙。”③这段嘉靖时期对畲的记载提到当时畲人的耕种方式仍为“刀耕火种，食尽一山，
则移一山”的游耕农业，这也使得畲人在更多情况下被看作是“流民”，如陈全之的《蓬窗日录》载:
“闽中有流民，畲种，潘蓝吕三姓，旧为一祖所分，不入编户，凡流崖弃地居之。”④
山地农业的发展，很可能促进了畲人族群的增长，明代后期方志中对于畲的记载不绝如缕，尤其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从未出现过畲族记载的福建东南沿海地区方志中开始频繁记载“畲”的存在。
在嘉靖倭乱之后，东南沿海地区抛荒田土的大量出现，更是为畲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叶春及在对
福建惠安十七都地区的观察中写道:“倭乱以来，荒者未辟，垦者贱售，外都有力者，率坐而得之。广
薮大泽，最宜巵茜荻樜之属，畲丁赁种，贾竖贩易，是都以上多为漳民藏匿，至不可束，而自为甲，推剽
斗讼，民甚苦之。”⑤叶春及描述的惠安山区当时有为数不少的漳州“畲丁”种植“巵茜荻樜”( 靛蓝和
甘蔗) 。而畲人甚至在福建沿海的抗倭战争中也据有一席之地，嘉靖三十八年( 1559) 四月，倭寇进攻
闽东的福安，知县李尚德“复令晓阳快手并民壮召畲人协战”。⑥ 及至万历年间，罗源县的游日隆曾
在“明万历间献保城八策于巡道马公，有资药弩，则用畲民，设车船以固水隘”。⑦
由于东南山地的进一步开发，山地族群结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原来畲人特有的山地旱作作物
开始向汉人农民传播，有关畲禾的记载频繁出现。嘉靖《漳平县志》卷 4《风俗》记:“兰禾，似大米，宜
干，畲人种于髙山。”嘉靖《惠安县志》卷 5《物产》记:“畲稻，种岀獠蛮，必山肥润处，伐木焚之，以益其
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近漳州人有业是者，常来赁山种之”，不仅提及了畲稻品种出自
畲人，还特别描述其种植方法是“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与畲、瑶传统
的刀耕火种方法高度吻合。除畲禾外，惠安地区还有畲蔗，“唯山肥润处，种畲稻，兼种畲蔗，傍山煑
炼，岁亦利”。若畲禾还有可能是自种自食，畲蔗的种植体现着这一阶段畲人与汉民之间已经有频繁
的交易了。
明人增补胡古愚的《树艺篇》时，引用当时府县志中有关山地耐旱作物的情况，特别指出其具有
畲人的族群背景:“畲谷亦耐旱，然湏伐山作畲，其地肥乃长，不二三年，地力衰歇，则又他徙，此非平
地农氏所能也( 《兴化府志》) 。”有白豆:“菽谓之大豆，有黑黄豆、白豆。山畲中种白豆，颗粒大。”又
有香蕈:“畲人斫楠树，倒地生蕈，俗呼曰菰。菜食中以为佳品( 《漳州府志》《兴化府志》) ”。⑧ 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畲族族群的扩散，这些耐旱山地作物及其耕种方式也随之扩散了，福建多山的自然地
理条件决定了山地旱作的方式并未被水田取代。据前人的研究，明清时期福建某些山地的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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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衰败的趋势，相信山地旱作在美洲作物红薯传入后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畲族的主要作物变
成红薯而非前述“畲禾”。① 显而易见，美洲作物的传入促进了畲族族群在明清时期的扩大，进而又
加剧了对福建山区森林的开垦。
明代嘉靖时期，福建西部、南部依然有采取游耕射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畲人，尽管可能被部分纳入
官府版籍，但山居耕作、种植靛蓝作物的农业习性并未因此改变。万历年间，福建著名博物学家谢肇淛
就在诗文中反复提及闽东地区的畲人，如在《游太姥道中作》中提及“溪女卖花当午道，畲人烧草过春
分”，②显然是在描述畲人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谢肇淛甚至还提到畲人在山中的生活与居住场景，如
《北山杂诗》中有“畲人百口负山居，苦竹编篱草结庐。客到科头相问讯，呼儿剪蕨妇烹雏”的描述，③可
见谢肇淛彼时在闽东山中看到的畲人聚落已有百口之多，俨然是一规模不小的村落，但居住的房屋仍然
是“苫竹编篱草结庐”的茅草房屋。谢肇淛还特别提到，闽东山中的畲人对于符咒、巫术的专长，且他们
“相传盘瓠种也，有苟雷蓝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闽清永福山中最多，云闻有咒术，能拘山
神。取大木箍其中云为吾致兽，仍设阱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阱，餍其欲而后已”。④ 这里提到的畲
人能够使用符咒来捕猎，其真实性固不可考，但可以说明对于明末闽东山中的畲人来说，捕猎依然是
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擅长捕猎和开垦森林山地的畲族群体的扩散，对福建山区森林中的动物种群
数量一定有所影响，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虎患可能正是这种森林动物种群减少的一种反映。
与此相关的，明清福建方志有关畲族的记载中普遍存在对其“中兽立弊”的射猎技能的描绘，如
畲人“善射猎，以毒药涂弓矢，中兽立毙”。⑤ 而明清畲族族谱中，还提供了更加详尽的例子。清代乾
隆年间编纂的惠安《丰山雷氏族谱》中记载了一则雷宽都的故事:
大清康熙年有提台张要用虎皮褥，令一领旗雷姓者( 系是南安县溪仔尾乡，名助观) 游山田
猎，数月不获一。遂至双峰来见宽都，讲此武艺。宽都曰: 汝之田猎不效，非才之不美，特器之未
善耳。予有乌铳，正所以攻虎狼者，请尝试之。⑥
由雷宽都以乌铳击虎的故事，可以看出田猎依然是当时丰山雷氏的重要生活内容，但并非如方
志中广为流传的“以毒药涂弓矢”，而是采用了相当先进的乌铳。而雷宽都击杀老虎的诱因，是“提台
张要用虎皮褥”，不仅让人联想到南宋年间出没于漳州的畲人被官员要求“虎革”的旧事。然而与南
宋年间不同，这一时期的畲人不再因此而不堪其扰乃至叛乱，甚至这一要求的传达者本身就是有着
军籍的雷姓畲民。足见经历四百多年的融合，畲族已经相当适应“国家”的存在了。而明清以来森林
的消失和老虎生存空间的缩减，畲族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结论: 族群经济研究的环境史视角
中国南方地区森林和环境的退化，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畲族”作为这片山区林地中最原
始的居住者，发展出一套适应福建多山环境的生计方式，即以旱地作物种植和游耕为主、打猎为辅。
而他们的这种山区适应性的生计方式，在南宋政府带动的南方山区开发之前，长期处于不为人所知
的状态，“畲”作为一个族群也从未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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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福建全面的山区开发、人口的增加，使得“省民”与“畲”相遇，开始争夺山区森林的土地
和动植物资源，“畲”被王朝的记录者们“发现”了。与此同时，福建的山地森林资源遭遇了第一个开
发的高峰，其标志就是曾经多象的漳州地区“象”的消失。宋元更迭的战争使山区的畲族与省民更加
充分的融合，这一时期水利设施的缺乏，使得畲族及其山地耐旱作物的种植依然在该地区占据主导
地位，“畲”的族群不断扩大并且构成对政府管辖的挑战。畲族扩张必然增加对福建山区森林资源的
消耗，元代虎患记载的增加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入明以后，福建的山区水利设施建设迎来一个高峰，山地旱作农业的区域被挤压，畲族因此而向
福建其他山区扩散。明中后期美洲作物的传入替代了畲族传统的畲禾等旱地作物，并且促使畲族的
族群进一步膨胀与扩散，与这一时期的汉族棚民、菁民加速融合，共同导致了福建森林资源的退化。
擅长射猎的畲族时常响应官府的号召“捕虎”，造成福建虎患在明清时期的频发。
环境史的视角曾被应用于南方族群经济史的研究中，以往偏重于研究汉人对于山地的过度开垦
造成的环境退化，并且认为少数民族原有的“游耕”制度是适应环境的。然而少数民族并非是一成不
变的，汉族对于山地资源的开发也并不一定造成少数民族群体的缩减，畲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南宋至清对于福建森林开发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畲人与汉人常常是“共谋者”，共同造成福建
森林“象的退却”与虎患的频发。明清时期由官府主导的山区水利设施的建设决定了畲族旱地耕作
方式占据的比例，也促使了畲族向福建全省乃至浙江的扩散，“游耕”的机动性在清代成为了整个东
南山地族群经济方式的共同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具有畲族“背景”( 共同的语言与生计方式) 的
“客家”“棚民”“菁民”的出现，就是南宋以来东南山区森林环境变迁与族群文化变迁互动的产物。①
Elephants，Tigers，Irrig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She( 畲) in Fujian Mountains
Liu Tingyu
Abstract: She( 畲) is the most important ethnic group in southeast China，history records about this ethnic
group started in Song dynasty． They were believed as the descendant of Panhu 盘 瓠，living in deep
mountain and skilled of cultivate the virgin mountain． They planted what they need to eat and sometimes
plant the indigo． After the land become poor，they moved to other fertile mountains． This cycle was usually
three year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ＲOC period，She was seen as Man 蛮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living
style． Behind this separation of ethnicity and civilization，there was a transi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Fujian’s mountains and forests since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s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ree totems:
elephants，tigers and irrigation systems，trying to find out the role of She peopl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s and forests．
Key Words: History of Animals，Irrigation Systems，She People，Environm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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